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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言
文化中的生活，生活中的文化

呂大樂　吳俊雄　馬傑偉

社會文化分析的核心問題，是人的生活。更準確的說，是生

活中的文化、規範、價值、行動、衝突等等。而我們在日常生活

之中所接觸到的社會、文化，包含不同的方面、部門與層次；它

們並非相互分割，而是彼此扣連。更重要的是，各個部門──政

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社會──通過日常生活而互相交織，構成生活

中的社會環境。社會文化分析嘗試捕捉的，是生活中的文化與文

化中的生活。這也就是說，社會文化嵌於生活，而我們的日常生

活也是嵌於社會、文化之中。社會文化分析對於社會、文化、生

活三者之間的界面，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互動，特別敏感和好

奇。大概就是這個原因，社會文化分析的選題從來都是相當廣

泛，更不會自我約束，將討論局限某些範圍之內：源於生活的議

題帶動社會文化分析的討論方向，同時也不停地改變研究員切入

問題的方法與角度。

長期以來，社會文化分析的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，是要面對

最為人所熟悉(而因此就往往會視之為理所當然)的生活細節，並

給我們揭開被常規掩蓋的利益、權力關係與矛盾。雖然這樣說並

不表示文化、日常生活沒有其自主性及獨特的運作邏輯，更不是

認為文化生活的各種價值、習性、儀式都是依附於經濟、政治的

表象，或是其他更為決定性的社會結構或制度的外殼；但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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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、討論的過程之中，社會文化分析通常都不會只停留於文本或

現象的描述和分類，而是要把另有一個「現實」、權力關係、未

為人所察覺的社會過程呈現在公眾面前。在這個意義上，社會文

化分析不能避免地會不甘止於提出學術的問題，而是對現狀有所

批判。因此，社會文化研究經常包含了一些政治經濟學或是對權

力關係的分析。研究人員在提出觀點 、構成論題，和選取研究

與討論的對象時，背後多少總會有一點政治經濟學的、針對不同

形式與性質的權力關係的批判。

而批判的意義，在於超越。超越並不只是建構(或反建構)，

也不只是想像(或逆想像)；論述的威力並非源於論述本身，而是

它能扣連到社會與人的生活，產生一種物質性的轉化，令不是以

「物」的形式存在的論述，在社會上產生影響。亦即是說，有效

的社會文化文析都會切入生活，或多或少干預了物質意義層面上

的社會。沒有認真處理文化、論述、日常生活的社會性，忽視了

社會機制對改變權力關係的重要性，則所有反建構、逆想像，恐

怕都只會是一場自我想像的「鬥爭」，未有進場的競賽。

本文集所收文章，曾於第三屆「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」

(2008年11月1日)上宣讀，經修訂後編輯成書。這些文章的特點

有二。一是它們所接觸的題目及討論範圍頗為廣泛，涉及不同的

社會部門與生活的各個方面。除近年討論得較為熱鬧的話題如身

份認同、城市社會運動、媒體與公民社會之外，還有接觸到社會

生活中不同層次與維度的問題──由父母育兒對策到公共知識份

子，成衣工人的處境到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社會的殖民性、地緣

政治與香港研究。這裏所涉及的研究旨趣，不止關乎宏觀與微觀

的不同層次、當代與歷史的不同時間維度的現象與課題，而且還

凸顯出各項研究課題與討論架構多元重疊的特點。例如蔡寶瓊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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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的14位成衣工人的生命故事，矛頭直指新資本主義文化的大

趨勢，但同時又將她的討論放在工人的日常生活環境之中──工

作、勞動過程、工藝精神、以及僱傭關係與概念的變化──並且

有力的呈現出全球化與新資本主義如何磨蝕了舊有的社會關係，

衝擊着工人的自我身份建構。新資本主義文化所帶來的衝擊，嵌

於勞動關係，通過生活中的細節(文章的焦點在於工作的生活環

節)，產生作用。

又舉另一個例子：蔡穎儀走進尋常香港家庭，展現當前整個

社會於日常生活層面上，最引人議論的問題：育兒對策與風格。

她的文章分析了家長與子女的互動和權力關係，但更重要的是，

字裏行間同時也提醒讀者要如何思考來自家庭以外，支配着所謂

的「快樂成長」、「親子」的育兒安排。

二是社會文化分析的經驗與實證基礎。這裏所指的實證基

礎，當然並非指狹窄定義的實證資料。本書內各位作者所採用的

方法並不統一，有的引用問卷調查的統計資料，有的翻開歷史檔

案文件，有的以政策文件或學術文獻為本，也有作者進行深入訪

談，或進行深入的個案分析，總之各自按其研究的題材與需要回

答的問題，選擇適合的方法與材料，來支持其分析與論點。這一

種以經驗與實證材料的基礎的社會文化分析，強調的是交叉佐

證，要求分析有其客觀基礎。

必須強調，如前面已經提到，客觀基礎的意思並不是只認同

統計數字或量性的資料，而是交叉考查，從不同方位來檢查研究

與分析的準確性。或者有人會認為，這一種對準確性的重視，背

後似乎已經假設了有所謂「真實的」與「不真實的」二分法和二

元思維，而且更先設了「真實」的存在，在追求所謂客觀與準確

性的時候，封殺了不同演譯的可能性。讀者有這樣的懷疑，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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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解。但我們不是提倡天真的實證主義。這種實證主義假設社會

是穩定而且真實存在的。我們重視實證，但並不追求單一的真

相。我們認為社會真實是在複雜的互動以及權力關係中呈現，所

以是亂中有序，亦可修正改動。因此我們強調不同的演譯亦需要

各自有其論證的基礎；閱讀、演譯、建構等等從來都不是──也

不可能、更不應該──是一個「隨心所欲」的過程。一種理解、

分析應保留它的開放性，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。但我們卻不可能

因為容許有不同演譯的可能性，而放棄研究方法上嚴謹的要求。

如何在研究方法、分析材料上的交叉佐證做得更好，是社會文化

分析的一大挑戰。事實上，這個問題對自覺要提出批判的社會文

化分析尤其重要。試問缺乏嚴謹的資料搜集、論證、分析，社會

文化分析又如何可以批判及超越現存的論述，並且可以成為在學

院以外跟市民大眾對話的知識。它本來的承諾之一是保持一份公

眾性，研究的成果能夠成為與社會對話的材料，而不是小圈子裏

的自由想像。

本文集分為四個部份。第一部份的四篇文章以不同的介入點

來探討後九七的身份認同問題。張炳良以政治科學學者及身在局

中的政治人的身份，回顧1997年前後香港的政治與香港身份的變

化。可以想像，他的一些想法──正如其他作者所提出的結論一

樣──不乏可以商榷之處。但重要的是，他的分析凸出了香港身

份的歷史軌跡，為有關的討論提供一個歷史背景。謝均才參考葛

蘭西的霸權理論，展現出後殖民時期的國民教育或愛國教育，是

如何通過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策略行為、互動所打造而成。他的

分析不單指出民族主義的政治與情感能量，能將市民大眾歸於其

下；更有趣的是，連反對力量亦要服膺於「我們都是中國人」的

大前提，需要選擇在這個框架內的一個位置來發言。馬傑偉、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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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謙及林萃光既談後北京奥運的香港身份認同，同時他們在過渡

期間對這個課題的研究的反思。他們由1996年起先後進行了七次

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電話調查，在2008年10月(即發生毒奶粉

案及舉辦奥運之後)又再有新一回調查訪問。另外，在2007年又

以香港電視播放國民教育宣傳短片為題，進行了焦點小組來收集

材料。他們的觀察與分析心得是，港人對國族認同一方面會受到

情感因素的影響，但很快又會因理性的實用思維而另有看法。在

他們眼中，這正是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特點。而徐婉詩寫香港記者

的中國故事，選取了很獨特的研究對象，將分析焦點放在個人、

敍事、時空與身份的互動之上。她分析了受訪者如何界定自己為

香港記者，並為這個身份賦與特有的意義。

第二部份是城市社會運動，三篇文章均涉及文化與社會抗爭

的連繫。谷淑美談的是城市保育運動的文化政治，以天星碼頭及

皇后碼頭兩次抗爭為案例，分析社會運動如何把官方記憶重整，

再而建構具備新的意義的空間。葉蔭聰同樣論及以上兩次抗爭，

但他的重點不在於事件，而是「本土行動」本身。他的文字充份

反映出一份反思性，將整個運動如何重整主體的位置、建構「自

由空間」、充權與體現民眾能量，展示於讀者面前之外，亦有反

思建制對抗爭的制約，令新的訴求與行動被邊緣化、孤立。梁啟

智探索城市社會運動本身的結構失憶，通過重新整理與分析九十

年代九龍灣麗晶花園事件，反思城市社會運動本身的不同可能

性，同時也檢討得失。他以回顧、比較的方式，道出抗爭的歷史

傳承的重要性。

第三部份以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為主題，探討兩者之間的密

切關係。陳韜文和李立峰處理了一個研究當代香港社會不可能不

正面面對的社會現實：1989年在北京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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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人及香港社會留下一個深刻的烙印；談香港政治、社會記憶

等，總會扯到這個題目之上。事實上，每年六月都有大量港人參

與記念六四的活動。他們以一個媒介、社會組織和民族國家三者

互動的分析架構，探討為何六四事件會在香港形成穩定的集體記

憶。陳韜文和李立峰在分析六四事件作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時提

到，這份記憶並不只是回望過去，同樣重要的是面對未來。傳媒

對公民社會所能發揮的作用，從來不成疑問，但梁麗娟在分析公

共廣播在香港的發展時，則指出了本地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有所

欠缺。公共廣播作為一種社會理想之能夠成功，有賴民眾的積極

支持。但現時在香港的情況，則只停留在公共領域內的討論，而

未能有效地與公民社會建立有機的連繫。而在大環境的轉變下，

公共廣播能否有效推行，可謂前途未卜。陳智傑、吳俊雄和馬傑

偉對公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互動，有進一步的闡釋。他們在2008

年訪問了10位活躍於本地學術、評論、文化、社會運動界的公共

知識份子，探討他們在公共領域裏的活動、空間，也看看他們如

何以介入社會的方式，來書寫香港故事。

最後部份所觸及的課題，從不同層次、領域去探討不同形式

與性質的權力關係。前面已經簡略介紹了蔡穎儀與蔡寶瓊的選

題，在此不再重複，只想補充一點，就是儘管她們分別以家庭、

工人的生命故事作為討論的單元，但在分析的過程中，卻能凸顯

到這些生活上的問題，嵌入社會制度，連繫到更宏觀層次的議題

(對「理想父母子女關係」、「親子」的定型，到新資本主義文

化)。呂大樂和張少強分別探討「麥理浩時代」的殖民性、香港

研究的「消失」，則由宏觀的議題回到貼近身邊的權力關係。前

者通過翻閱政府檔案，重新思考七十年代港英管治的殖民性，不

但質疑過去的研究對這方面的忽視，更認為只有重新瞭解殖民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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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殖民政府，才能夠更全面的掌握當時的香港社會歷史，及很多

香港人成長經歷的社會歷史背景。後者以香港研究的文獻為材

料，以地緣政治來分析它的發展路徑，並提出一個值得討論的論

點：長期以來，香港研究往往以一種「正在消失」的狀態弔詭地

存在。他認為我們要發展香港研究，便必需要急謀新的自我空間

與出路。

 社會文化分析作為香港研究的其中一環，必須回應與介入社

會，才能繼續找尋空間與出路的動力。


